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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人工智能(AI)广泛应用于组织的背景下,员工与 AI 合作日益普遍,但对于领导如何解读员工此类行

为并形成相应的管理判断尚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 本文通过两项研究探讨了员工-AI 合作影响

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机制及其管理后果。 情境实验发现,员工-AI 合作对领导感知努力的影响受到领导印象管理

归因及领导 AI 信任的调节:当领导将员工行为归因为印象管理的倾向更低时,员工-AI 合作更易被感知为努力;当
领导 AI 信任程度更高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领导感知为努力。 领导-下属配对问卷调查进一步验证了其中的

调节效应:领导印象管理归因通过调节员工-AI 合作与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关系,间接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领导

授权;领导 AI 信任通过调节员工-AI 合作与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关系,间接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领导授权。 本文

揭示了 AI 时代领导者社会认知的内在机制,为推动人与 AI 协作的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员工-AI 合作　 领导感知员工努力　 印象管理归因　 AI 信任

　 　 中图分类号:F272.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9-0146-15

　 　 一、问题提出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动员工在工作中使用 AI,并进

一步将更深度的员工-AI 合作嵌入工作流程,以构建更高效、更智能的组织管理体系[1-3] 。 员工-AI 合作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是员工使用 AI 的一种深度协同形式,强调员工围绕特定工作目标,通过与 AI 持

续互动、反馈修正和结果整合,共同完成问题分析与成果产出[4-6] 。 事实上,这一协作模式的组织意义不仅

在于它是否提高了效率[3] ,还在于它如何被领导理解和评价[6-7] 。 在组织评价中,努力是领导判断员工工作

价值、责任感和可托付性的重要线索[8] 。 领导通常难以完整观察员工完成任务的过程,他们往往会依据员

工表现出的投入、坚持和付出来推断其努力程度,形成绩效评价和授权判断[9-10] 。 然而,AI 的介入使这一判

断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员工与 AI 合作可能模糊员工投入与技术贡献之间的边界[11] ,使领导难以判断高质量

结果究竟是否源于员工努力[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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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为理解员工-AI 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对其如何影响领导评价过程的解释仍不充分。 已有

研究多从技术效能视角关注员工-AI 合作如何影响任务结果和使用者自身体验[4,6,12-15] ,较少解释当员工-
AI 合作成为一种可被领导观察的工作行为时,领导如何据此形成管理判断。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 AI 相

关行为的第三方评价后果。 例如,领导可能将机器人带来的绩效提升归因于员工,从而高估员工绩效[7] ;员
工使用 AI 可能会被误认为懒惰,进而引发社会评价惩罚[16] 。 上述发现表明,AI 相关行为的评价后果并不

统一,其关键在于评价者如何理解员工与技术在结果形成中的相对作用。 忽视这一问题将难以理解员工-
AI 合作在组织中的复杂后果:同样是使用 AI 完成工作,有的员工可能被视为主动学习、积极投入,有的员工

却可能被视为依赖工具、减少付出
 [9,17-19] 。

依据归因理论,观察者在解释他人行为时,会综合行为者自身因素与外部情境因素,对行为原因作出判

断[20-21] 。 在员工-AI 合作情境中,领导对员工是否努力的判断不是由 AI 合作行为本身直接决定,而是取决

于领导如何解释这一行为的原因[20,22] 。 具体而言,领导需要同时处理两类关键信息:一是员工为何使用 AI,
即对行为动机的判断;二是 AI 是否值得信任,即对外部工具的判断。 前者对应领导的印象管理归因。 当领

导认为员工与 AI 合作主要是为了塑造积极形象或迎合评价期待时,该行为所传递的投入、主动性和责任感

会被削弱,因而较难被解读为真实的努力[22-23] 。 后者对应领导 AI 信任。 当领导认为 AI 是可靠、适配且可

控的工作工具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视为员工有效利用技术完成工作的表现;相反,当领导缺乏对 AI 的

信任时,AI 合作更可能被解读为依赖工具或规避个人投入,从而削弱其努力信号的诊断价值[20,24] 。 因此,员
工-AI 合作能否提升领导对员工努力的感知,取决于领导对员工动机和 AI 工具的双重归因[20,22] 。 进一步

地,这种由隐性认知投入引发的近端努力知觉,将深度渗入管理者的决策过程中。 努力感知在不同决策语

境下具有非对称的信号价值,它不仅影响领导对员工过去绩效成果的回溯性认定[25-26] ,更深刻影响领导对

未来控制权让渡的前瞻性判断,从而驱动组织资源配置的深层分化[27-28] 。
综上,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将第三方视角下 AI 行为研究的近端机制从“结果评

价”前移至“努力感知”层面。 既有研究多聚焦远端的道德评判或绩效结果,较少解释这些评价是如何形成

的[25] 。 本文关注领导如何依据员工在任务界定、输出检验与结果整合中的投入形成努力判断,并进一步将

员工-AI 合作与后续管理评价相联系[3] ,有助于揭示员工-AI 合作由行为线索转化为社会评价的认知过程。
二是整合员工行为动机与 AI 工具属性两类解释线索,拓展归因理论在员工-AI 合作情境中的应用。 本文将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与领导 AI 信任纳入同一框架[22] ,有助于说明员工-AI 合作能否被识别为努力,既取决于

领导对行为动机真实性的判断[9] ,也取决于其对 AI 作为工作资源的能力与可靠性的认可[24] 。 三是将绩效

评价与领导授权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拓展员工-AI 合作组织后果的研究边界。 本文区分绩效评价与领导授

权的决策属性:前者侧重对既有工作贡献的认定,后者涉及对未来责任承担与自主权使用的判断[27-28] 。 通

过考察努力感知在两类结果中的作用,有助于说明员工-AI 合作不仅可能影响领导对其既有贡献的认可,也
可能影响其后续获得自主权与发展机会的可能性。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最早由海德(Heider) [29]在 1958 年提出,由凯利(Kelley) [22] 和韦纳(Weiner) [20-21] 等学者发展

完善,成为解释如何推断个体行为原因的重要社会认知理论。 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构成了其核心分析维

度[20] 。 当领导将员工的高绩效归因于内部因素时,通常认为该行为源自员工的能力、努力或责任感;反之,
当高绩效被解释为外部因素所致时,则该行为更可能被视为由情境、工具或运气等外部条件驱动[30]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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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因的权重分配决定了观察者如何理解和评价他人的行为[20] 。 同时,依据归因理论的折扣原则,内外因

的权重分配取决于线索的显著性与诊断性[22] 。 当可见的外部原因足以解释结果时,观察者对内部原因的推

断会减弱[22,31] 。
在组织情境中,领导作为关键的观察者与评价者,往往会基于归因过程来理解员工的工作行为[32] ,并据

此形成对员工潜力和绩效的评估[7] 。 归因理论为理解员工-AI 合作等复杂场景中的评价提供了解释:当行

为结果可以由人与技术共同解释时,评价者会根据内外因线索的显著性与诊断性进行条件性的因果权重分

配[22] 。 在此过程中,领导不仅需要判断“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员工本人”,还需要判断“员工采取这一

行为的动机是什么”,这两种判断共同影响其对员工努力程度的感知[33] 。

　 　 (二)员工-AI 合作与领导感知员工努力

在组织实践中,领导通常无法直接观察到员工完成任务的全过程,因此需要通过有限的外部信息[29,32] ,
对员工的行为原因进行归因推断[22] 。 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启发式是领导进行社会判断的重要心理机

制[10] ———观察者倾向于根据行为中可见的努力程度来评估其价值、质量或难度[10,34] 。 当个体展现出更高

的投入、付出或坚持时,观察者更容易将其评价为勤勉、可靠和值得信任的员工。 这种“努力即价值”的判断

逻辑广泛存在于绩效评估和任务分配等管理决策过程中[10] 。
然而,员工与 AI 的合作改变了领导对员工努力的判断方式。 一方面,AI 的自动化与认知替代使得员工

完成工作的路径变得隐蔽,尤其是削弱了加班、高强度投入等传统努力线索的可见性,模糊了“谁在努力”这

一核心归因信息[11,13,34] 。 特别地,当技术这一外部因素足以解释高产出时,领导可能依据折扣原则降低对

员工内部因素(如能力、努力)的归因权重,将 AI 视为绩效结果的竞争解释源[22,35] 。 另一方面,员工主动将

AI 纳入任务过程,可能体现其技术适应能力、学习投入,以及在人机互动中进行的任务定义、输出检验与结

果整合等“隐性劳动” [7,11,36] 。
员工-AI 合作本身并不具有固定的努力意义,它既可能被解读为“技术依赖”而削弱努力感知,也可能

被解读为“技术赋能”而增强努力感知[7,16] 。 员工-AI 合作的努力信号是模糊且可多重解读的,领导如何

“解码”该行为就成为决定其效应方向的关键[22] 。 换言之,员工-AI 合作对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影响,依赖

于领导采用何种认知框架来解释该行为背后的因果归属与动机意图[22,32] 。 因此,本文从归因理论出发,聚
焦两类影响领导解读的认知框架:一是将印象管理归因作为对员工行为动机的归因[9,23] ,二是将 AI 信任作

为对 AI 工具能力的判断[24] 。 这两类框架分别提供动机归因与工具判断线索,从而影响领导对员工-AI 合

作中所包含的员工投入的解读,并形成对员工努力程度的差异化判断。

　 　 (三)员工-AI 合作与领导印象管理归因的交互影响

印象管理归因通过领导对员工行为动机的解读,影响员工-AI 合作被感知为努力信号的强度。 从领导

视角看,员工-AI 合作并非单纯的技术使用行为,也是一种包含动机信息、可被观察和解读的社会信号,并据

此影响领导对员工努力程度的判断。 根据归因理论,当领导无法直接观察员工的真实动机时,通常会依据

行为特征、情境信息及既有认知推断其行为原因[20,29] 。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是指领导认为员工将 AI 纳入工

作过程,部分或主要是为了塑造有利形象、影响他人评价或避免负面评价,而非完全出于改进工作和完成任

务的内在需要[18,36-37] 。 基于博利诺等(Bolino
 

et
 

al. ) [9]的研究,印象管理涵盖积极争取形象的进取性策略与

避免负面评价的防御性策略两种类型;员工-AI 合作本身具有双重的形象信号价值:它既可能被解读为主动

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表现,也可能被视为借助外部工具减少个人投入的策略性行为。 这种信号的多义性,使
得领导在观察员工-AI 合作行为时,可能会将其解读为带有形象维护意图,这也是一种认知上合理且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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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当领导作出较高的印象管理归因时,其关注点会由员工-AI 合作所体现的工作投入,转向员工实施该行

为可能获得的形象收益[9] 。 此时,领导更可能认为员工使用 AI 并非主要为了改进工作,而是为了向领导展

示自身具备数字化能力或者掩饰其实际投入不足[23] 。 根据折扣原则,当某一行为可以由外在的形象管理动

机加以解释时,观察者便会降低对内在努力动机的归因权重[22] 。 相反,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领导较

少怀疑员工使用 AI 是在进行形象塑造或评价管理,而更可能将其理解为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方

式的真实需要[18]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员工-AI 合作和领导印象管理归因的交互作用负向调节领导感知员工

努力;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领导感知为努力。

　 　 (四)员工-AI 合作与领导 AI 信任的交互影响

除了对主体行为动机的解读外,归因理论也强调评价者会利用与“工具”相关的线索在人与技术之间分

配因果权重[20-21] 。 在员工-AI 合作情境中,这意味着领导对 AI 的认知判断会改变其将绩效结果归因于员

工努力还是归因于技术本身,从而调节员工-AI 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被解读为“努力工作”的信号。 基于此,
本文引入领导 AI 信任,并将其界定为领导相信 AI 能够稳定、可靠地支持任务完成,以及由此形成的对 AI 应
用于工作场景的总体接受程度[3-6,24] 。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领导 AI 信任对员工-AI 合作与领导感

知员工努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领导 AI 信任会影响其对员工-AI 合作行为的解释及其努力信号的识别。 当领导 AI 信任程度较低时,

领导容易将 AI 视为不稳定、不准确或难以控制的工具,因而对员工将 AI 纳入工作过程的合理性持怀疑态

度,并可能将其解读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或减少个人投入。 由此,员工在学习 AI、判断输出和协调人机任务

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难以被充分识别,领导对员工-AI 合作在表征“努力工作”方面的感知也随之降低[3,18] 。
相反,当领导 AI 信任程度较高时,领导更认可 AI 作为工作资源的有效性与适用性,因而更可能将员工-AI
合作理解为主动学习新技术和优化工作方式的表现,并注意到员工在和 AI 合作过程中所投入的认知与协调

努力。 因此,较高的领导 AI 信任并非使领导简单地将工作成果归因于 AI,而是提升了员工使用和整合 AI
行为的合理性,使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识别为主动适应、资源整合和能力拓展的努力,进而强化领导对员

工努力程度的积极判断[5,24]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员工-AI 合作和领导 AI 信任的交互作用正向调节领导感知员工努力;

当领导 AI 信任较高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领导感知为努力。

　 　 (五)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前述分析表明,领导对员工行为动机和 AI 工具属性的判断会改变员工-AI 合作所传递的努力含义。 进

一步而言,这种具有情境依赖性的判断并不会停留在认知层面,而会影响领导对员工既有贡献和未来可托

付性的判断,进而转化为绩效评价与授权决策。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员工-AI 合

作与领导印象管理归因、领导 AI 信任的交互作用,通过领导感知员工努力这一中介机制,对员工工作绩效与

领导授权产生条件性间接影响。
领导感知员工努力是两类交互作用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关键中介机制。 工作努力体现员工为实现任

务目标而投入行为的方向、强度与持续性,是推动工作绩效形成的重要近端因素[3,26] 。 然而,领导对员工绩

效的评价并非对客观产出的简单记录,还包含对绩效来源和员工个人贡献的归因判断[25] 。 在员工-AI 合作

情境中,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程度越高,越可能将 AI 支持下形成的成果归因于员工的问题界定、专业判断、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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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检验与结果整合,而非完全归因于技术本身,从而给予员工更积极的绩效评价[3,6,16] 。
员工-AI 合作与两类领导解释线索的交互作用会通过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形成差异化的绩效评价。 尽管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与领导 AI 信任分别指向员工的行为动机和 AI 的工具属性,但二者最终都会影响领导是

否将员工-AI 合作识别为员工真实投入。 具体而言,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领导更可能将员工-AI 合

作理解为完成任务、改善工作和适应技术变革的真实需要,因而更容易识别员工在任务设计、AI 输出检验和

结果整合中的努力,形成更积极的绩效评价。 相反,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高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理

解为塑造积极形象或迎合评价期待的策略性行为,努力信息因对行为动机的真实性的质疑而减弱,进而削

弱员工-AI 合作通过努力感知对工作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6,37] 。
当领导 AI 信任程度较高时,领导更可能将 AI 视为具备任务能力、运行可靠性和结果可预测性的适

宜工作资源,并对采用 AI 持更积极的态度。 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员工选择、检验和整合 AI 输出更容易被

理解为主动学习与有效配置技术资源,领导也更容易识别其中包含的认知投入。 相反,当领导 AI 信任程

度较低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理解为工具依赖、投入规避或责任转移。 员工在 AI 合作过程中的实际

投入较难被识别为有价值的努力,其通过努力感知获得积极绩效评价的可能性也相应降低[3,7,24]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a: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负向调节员工-AI 合作通过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对员工工作绩效的间接效

应;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该条件性间接效应更为正向。
假设 3b:领导 AI 信任正向调节员工-AI 合作通过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对员工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当领

导 AI 信任较高时,该条件性间接效应更为正向。
领导感知员工努力也是两类交互作用影响领导授权的关键中介机制。 与主要面向员工既有表现的绩

效评价不同,授权意味着领导向员工让渡未来的任务自主权和决策影响力,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管理风险。
因此,领导在作出授权决策时,不仅关注员工是否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还会判断其是否愿意持续投入、主
动承担责任并审慎运用所获得的自主权。 已有研究指出,授权并非越多越好,因此领导需要综合评估下属

的能力与工作态度[38] ;同时,领导是否赋予下属决策影响力,取决于其对下属特征以及领导-下属关系的判

断[27-28] 。 这说明,授权并非对既有绩效的简单奖励,而是建立在领导对员工未来可靠性与可托付性的综合

评估之上。 较高的努力感知能够向领导传递员工持续投入、责任承担与审慎使用技术的信号,从而增强其

授权意愿。
员工-AI 合作与两类领导解释线索的交互作用,会通过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形成差异化的授权决策。 当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视为源于真实任务需要,较高的努力感知表明员工愿意持

续投入、主动承担任务责任并审慎运用技术资源,因而更可能被视为值得托付的授权对象。 相反,当领导印

象管理归因较高时,努力信号的真实性受到质疑,领导对员工责任承担意愿和未来可靠性的判断也趋于保

守,从而降低授权意愿[4,6,16] 。
当领导 AI 信任程度较高时,其会认为 AI 是可靠且适宜的任务资源,员工与 AI 合作也更容易被理解为

主动获取技术支持并整合多种资源的表现。 员工在这一过程中的投入越容易被识别为努力,领导越可能提

高授权水平。 相反,当领导 AI 信任程度较低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解读为依赖不稳定工具、减少个人投

入或转移责任。 即使员工进行了信息甄别与结果修正,其投入也可能因领导对 AI 本身的质疑而难以获得认

可。 较低的努力感知会强化领导对员工能否可靠使用自主权的担忧,进而削弱其授权意愿[6,16,37]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a: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负向调节员工-AI 合作通过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对领导授权的间接效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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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该条件性间接效应更为正向。
假设 4b:领导 AI 信任正向调节员工-AI 合作通过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对领导授权的间接效应;当领导 AI

信任程度较高时,该条件性间接效应更为正向。

　 　 三、研究设计

　 　 (一)情境实验

1. 被试与程序

本文通过软件 G
 

Power
 

3. 1 计算出所需样本量。 当设定中等效应量 0. 25、显著性水平 0. 05 及统计检验

力达到 0. 80 时,至少需要 128 名被试。 通过见数( Credamo)平台招募被试,设置筛选标准为:(1)全职就业

人员;(2)担任企业领导职务(将“企业领导职务”操作化为在组织中承担正式管理职责,直接管理 1 名及以

上下属员工的人员);(3)所在组织已经采用 AI 技术。 其中,前两项由见数平台基于用户信息进行预筛选;
最后一项通过问卷设置的额外筛选题进行确认:“您所在组织是否已应用以下任一 AI 技术?”,并在题目前

提供 AI 技术的操作性定义及示例(如聊天机器人、智能推荐系统、自动化决策系统等)。 被试需要在“是 /
否 / 不确定”中进行选择。 本文仅保留回答“是”的被试,剔除回答“否”和“不确定”的样本。 最终共有 271
名符合条件的被试自愿参与正式实验。

为确保数据质量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原始样本进行了严格筛选,剔除了作答时间过短、作答极

端以及未通过注意力检测的无效样本。 最终保留了 200 份有效样本,有效回收率为 73. 80%。 其中,男女比

例基本合理,女性 109 人(54. 50%),男性 91 人(45. 50%);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青年群体,25 岁及以下

11 人(5. 50%),26 ~ 35 岁 131 人(65. 50%),36 ~ 45 岁 42 人(21. 00%),46 ~ 55 岁 11 人(5. 50%),56 岁及以

上 5 人(2. 50%);教育水平分布主要集中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 190 人(95. 00%)。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采用 2×2 被试间实验设计。 具体程序如下:被试首先填写了包括性别、年龄、教

育水平在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及 AI 信任;其次,将被试随机分配至四种实验情境之一(高 / 低员工-AI 合作

水平×高 / 低领导印象管理归因),并要求其认真阅读相应的情境操纵材料;最后,被试依据所阅读的材料完

成相关变量的测量。
2. 实验材料

借鉴以往关于员工-AI 合作和印象管理归因的情境研究设计,并基于本文的具体研究情境,设计了领导

观察员工与 AI 合作行为的情境及后续判断的描述[7,35,39] 。 被试阅读以下实验情境描述:“请设想您目前在

一家科技公司担任部门领导。 公司最近上线了一批先进的 AI 工具,这些工具可协助员工完成信息提取、趋
势识别、报告撰写等工作。 AI 工具对所有员工开放,但是否使用完全由个人决定。 您的下属小王已经在您

手下工作一年有余。 最近,您要求他 / 她准备一份关于‘市场趋势分析与产品优化建议’的专项报告,该报告

用于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 项目接近尾声时,您开始回顾小王在准备这份报告过程中的表现。”
在高员工-AI 合作组,被试会阅读以下内容:“您注意到小王在工作日频繁与 AI 合作,即大约 60%的工

作时间用于与 AI 合作。 他 / 她在信息识别与评估、机会与风险识别、预测、决策及问题解决等多个环节广泛

使用 AI 工具。”在低员工-AI 合作组,被试会阅读以下内容:“您注意到小王在工作日很少与 AI 合作,即大约

5%的工作时间用于与 AI 合作。 他 / 她在信息识别与评估、机会与风险识别、预测、决策及问题解决等部分环

节偶尔使用 AI 工具。”
在高印象管理归因组,被试会阅读以下内容:“研究表明,员工与 AI 合作是指在工作场所中,员工与 AI

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过程。 关于下属为何会在工作中与 AI 进行合作一直存在争议。 一项在美国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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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展、涉及多个组织中数千名参与者的新研究,为以下结论提供了支持:员工与 AI 合作的行为,往往是因

为员工在刻意维护和塑造积极形象。 根据这项研究,员工与 AI 合作的行为是一种带有印象管理意图的策略

性行为。”在低印象管理归因组,被试会阅读以下内容:“研究表明,员工与 AI 合作是指在工作场所中,员工

与 AI 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过程。 关于下属为何会在工作中与 AI 进行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一项在美国和中国开展、涉及多个组织中数千名参与者的新研究,排除了‘员工与 AI 合作的行为是下属在

刻意维护和塑造积极形象’这一观点。 根据这项研究,员工与 AI 合作的行为不带有印象管理意图,而是出

于实际工作需要。”
3. 测量工具

本文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测量方式。 为保证其在中国情境下的效度,采用标准的翻

译-回译程序对英文量表进行处理,以保证量表题项在语义上的完整性。 所有量表均通过李克特( Likert)7
点评分法进行评价,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

员工-AI 合作:采用孔等人(Kong
 

et
 

al. ) [5]开发的 5 题项量表,样题为“AI 参与小王的问题解决过程”,
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α= 0. 96。
感知员工努力:采用莫尔和比特纳(Mohr

 

&
 

Bitner) [34]开发的 5 题项量表,样题为“小王为完成工作任务

付出了很多精力”,Cronbach’s
 

α= 0. 96。
印象管理归因:采用里乌和彭纳(Rioux

 

&
 

Penner) [17]开发的,经过李等人(Li
 

et
 

al. ) [18]验证的 5 题项量

表,样题为“小王与 AI 合作是因为他 / 她试图避免看起来懒惰”,Cronbach’s
 

α= 0. 95。
AI 信任:采用乔杜里等(Chowdhury

 

et
 

al. ) [3]的 11 题项量表,样题为“我对 AI 在组织内部业务运营方面

所产生的影响持积极态度”,Cronbach’s
 

α= 0. 81。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被试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
4. 实验结果

(1)操纵检验

为检验实验中员工-AI 合作水平与印象管理归因的操纵是否有效,本文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相关变量进

行检验(N= 200)。 结果显示,高员工-AI 合作条件下的参与者所感知的员工-AI 合作水平(M = 6. 146
 

0,SD =
0. 425

 

3)明显高于低员工-AI 合作条件下的参与者(M = 3. 478
 

0,SD = 1. 465
 

8),t(198)= 17. 480
 

5,P<0. 001,
Cohen’s

 

d= 2. 472
 

1。 与此同时,高印象管理归因条件下的参与者所报告的印象管理归因水平(M = 5. 316
 

0,
SD = 1. 184

 

8)亦高于低印象管理归因条件下的参与者(M = 2. 372
 

0,SD = 1. 014
 

6),t(198)= 18. 873
 

0,P<0. 001,
Cohen’s

 

d= 2. 669
 

0。 上述结果表明,本文对员工-AI 合作水平与印象管理归因的操纵均是有效的。
(2)假设检验

本文将印象管理归因作为实验操纵变量(高与低),采用 2×2 协方差分析检验其与员工-AI 合作的交互

作用。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后,员工-AI 合作对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具有正向影响,
F(1,193)= 20. 863

 

9,P<0. 001,ηp
2 = 0. 097

 

6。 员工-AI 合作与领导印象管理归因的交互项对领导感知员工

努力具有负向影响,F(1,193)= 7. 759
 

1,P<0. 01,ηp
2 = 0. 038

 

6。 如图 1 所示,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
高员工-AI 合作中领导对员工努力的感知高于低员工-AI 合作(M高 = 5. 887

 

5,M低 = 4. 321
 

8);而当领导印象

管理归因较高时,高、低员工-AI 合作条件下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差异减弱( M高 = 4. 616
 

5,M低 = 4. 234
 

2)。
上述结果表明,高领导印象管理归因削弱了员工-AI 合作向努力信号的转化作用。 由此,假设 1 得到支持。

AI 信任为量表测量的连续个体差异变量。 为避免信息损失与人为分组偏差,本文进一步利用软件

Mplus
 

7. 4 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员工-AI 合作与 AI 信任的交互项对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影响。 在控制性

别、年龄和教育水平后,表 1 结果显示,员工-AI 合作与领导 AI 信任的交互项对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具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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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员工-AI 合作和领导印象管理归因的交互

对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影响结果

的预测作用(β = 0. 866,SE = 0. 391,P<0. 05)。 该结果表

明,领导 AI 信任能够调节员工-AI 合作与领导感知员工

努力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结合交互效应方向可以发现,当
领导 AI 信任水平较高时,员工-AI 合作水平越高,领导越

倾向于将员工的工作表现解读为真实努力;而当领导 AI
信任水平较低时,员工-AI 合作对领导努力感知的正向作

用明显减弱。 由此,假设 2 得到支持。
情境实验通过操纵员工-AI 合作强度与印象管理归

因,检验了领导视角下员工-AI 合作分别与印象管理归

因、领导 AI 信任的调节作用,增强了研究的内部效度。 考

虑到模拟的实验情境可能与现实工作场景存在一定差异,
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还有待扩展。 接下来,基于下属自评

与领导评价相结合的配对问卷数据,本文使用多时点的实

地问卷调查对整体模型进行验证。

表 1　 交互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未考虑交互效应 考虑交互效应

β SE β SE

截距 4. 516∗∗∗ 0. 697 4. 305∗∗∗ 0. 244

性别 -0. 384 0. 221 -0. 376 0. 215

年龄 0. 024∗ 0. 012 0. 029∗ 0. 012

教育水平 -0. 267 0. 186 -0. 153 0. 170

员工-AI 合作 0. 980∗∗∗ 0. 221 1. 561∗∗∗ 0. 258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0. 042 0. 351

领导 AI 信任 -0. 425 0. 362

员工-AI 合作×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1. 169∗∗ 0. 426

员工-AI 合作×领导 AI 信任 0. 866∗ 0. 391

R2 0. 128 0. 220

ΔR2 0. 087 0. 092

F 7. 160∗∗∗ 6. 721∗∗∗

　 　 注:N= 200。 回归系数 β 均为非标准化系数;∗表示 P<0. 05,∗∗P<0. 01,∗∗∗P<0. 001;后表同。

　 　 (二)实地问卷调查

1.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调研前期,项目组与样本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以确认企业的 AI 应用情况及员工-AI 合作模式。
5 家样本企业均已将智能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分析和业务辅助等 AI 系统嵌入日常工作流程。 为避免同源偏

差,本文采用多时点多来源的样本数据收集方法。 问卷发放前由合作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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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为每对“领导-下属”分配唯一识别编码,下属报告其在过去一个月内与 AI 进行实质性合作的频率

与深度,而直属领导则报告对该下属努力程度的感知。 数据分三个时间点收集:第一阶段(T1),228 名员工

填写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员工-AI 合作的问卷。 第二阶段(T2)直属领导(N= 63)提供人口统计学变量、感知

员工努力、印象管理归因及 AI 信任信息。 通过员工识别码确保员工-领导回答精准匹配。 第三阶段(T3)要

求领导使用含特定员工识别码的测量量表,评估对员工的授权行为以及员工工作绩效。 剔除不匹配配对、
逻辑矛盾回答及规律性答案后,最终获得 168 份有效领导-员工配对数据(回复率 73. 68%),嵌套于 49 名领

导(回复率 77. 78%),每位领导平均评估 3 名员工。 其中,年龄方面,平均年龄为 35. 72 岁(SD = 9. 34);性别

方面,以女性为主,占比 67. 26%(N= 113);教育背景方面,高中及以下 17. 26%、大专 26. 19%、本科 51. 19%、
硕士 5. 36%。

2. 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测量方式。 为保证其在中国情境下的效度,本文采用标准的

翻译-回译程序对英文量表进行处理,以保证量表题项在语义上的完整性。 所有量表均通过李克特 7 点评

分法进行评价,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
员工-AI 合作(T1)、领导感知员工努力(T2)、领导印象管理归因(T2)、领导 AI 信任(T2)均采用与上文

情境研究相同的量表,只是指导语有所更改。 量表的 Cronbach’s
 

α 依次为 0. 94、0. 90、0. 99、0. 97。
领导授权(T3):采用赵锴等[40]的 7 题项量表,样题为“我给该员工相应的权限,让他 / 她在工作中能自

主决策”,Cronbach’s
 

α= 0. 99。
员工工作绩效(T3):采用卡拉基塔波卢-艾京等(Karakitapoǧlu-Aygün

 

et
 

al. ) [41] 的 3 题项角色内绩效量

表,由领导进行评价,样题为“该员工的工作表现达到了公司的预期要求”,Cronbach’s
 

α= 0. 97。
控制变量:本文将人口统计学因素列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其中员工性别作虚拟变量

处理,女性为 0,男性为 1。
3. 数据分析结果

(1)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软件 Mplus 进行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MCFA)。 领导 AI 信任由领导自评,且同一领导对应

的不同下属共享同一 AI 信任测量值,因此将其作为领导层(Level
 

2)变量处理;对员工-AI 合作、领导感知员

工努力、领导印象管理归因、员工工作绩效和领导授权则作为个体层(Level
 

1)构念进行区分效度检验。 基

于此,本文设定了个体层五因子、领导层 AI 信任单因子的两层测量模型。 结果显示,理论模型拟合达到可接

受水平:
 χ2(80)= 143. 70

 

8,P<0. 001,CFI = 0. 948,TLI = 0. 930,RMSEA = 0. 071,SRMRwithin = 0. 038,且优于能

够正常估计的备选模型①。 因此,结果支持本文主要研究构念的区分效度。
(2)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软件 SPSS
 

26. 0 对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主要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皮尔逊

(Pearson)相关性分析。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主要研究变量包括员工-AI 合作、领导

感知员工努力、领导印象管理归因、领导 AI 信任、领导授权及员工工作绩效。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 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员工-AI 合作与领导感知员工努力不相关( r = -0. 070
 

4,P>
0. 05);领导感知员工努力与领导授权呈显著正相关( r= 0. 693

 

2,
 

P<0. 001),与员工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 r= 0. 690
 

1,P<0. 001)。 以上结果为后续分析提供了依据。

451

①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留存备索。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9, 2026)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9 期)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0. 327
 

4 0. 470
 

7

2 年龄 35. 720
 

2 9. 343
 

7 0. 128
 

5　

3 教育水平 3. 553
 

6 0. 838
 

9 0. 144
 

9 　 0. 518
 

0∗∗∗

4 员工-AI 合作 2. 809
 

6 1. 427
 

7 0. 134
 

4 0. 261
 

9∗∗∗ 0. 183
 

2∗

5 领导感知员工努力 5. 688
 

1 1. 259
 

5 0. 009
 

6 -0. 124
 

2 -0. 257
 

3∗∗∗ -0. 070
 

4

6 领导 AI 信任 4. 530
 

9 1. 305
 

6 0. 008
 

8 -0. 165
 

6∗ -0. 291
 

1∗∗∗ -0. 063
 

2 0. 180
 

8∗

7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3. 702
 

4 1. 986
 

4 0. 224
 

0∗∗ -0. 053
 

9 -0. 059
 

4 -0. 022
 

3 0. 148
 

7 0. 017
 

1

8 领导授权 5. 523
 

0 1. 366
 

3 0. 043
 

4 -0. 186
 

8∗ -0. 331
 

0∗∗∗ -0. 083
 

1 0. 693
 

2∗∗∗ 0. 325
 

4∗∗∗ -0. 056
 

0

9 员工工作绩效 5. 658
 

7 1. 161
 

0 0. 001
 

1 -0. 069
 

2 -0. 169
 

7∗ -0. 156
 

0∗ 0. 690
 

1∗∗∗ 0. 132
 

6 -0. 062
 

7 0. 604
 

3∗∗∗

　 　 注:
 

N= 168。

(3)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文使用了软件 Mplus
 

7. 4 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和蒙特卡洛

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部分样本在模型外生变量上存在缺失,最终进入多层次分析模型检验的样本为 160 名

员工和 47 名领导。 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员工-AI 合作和领导印象管理归因的交互项负向影响领导感知员工努力(β = -0. 387,P<0. 001)。

由图 2 可知,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员工-AI 合作相较于高领导印象管理归因更容易被领导感知为努

力。 因此,假设 1 得到了支持。 表 3 结果显示,员工-AI 合作与领导 AI 信任的交互项对领导感知员工努力

有正向影响(β= 0. 058,P<0. 05)。 由图 3 可知,当领导 AI 信任较高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领导感知为

努力。 因此,假设 2 也得到了支持。
其次,领导感知员工努力正向预测工作绩效(β = 0. 438,P<0. 001)。 蒙特卡洛抽样 20

 

000 次得到的分

析结果(表 4)显示,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员工-AI 合作通过努力感知对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为正

(IE = 0. 068
 

7,95%CI = [0. 003
 

9,0. 133
 

4]);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高时,该间接效应为负(IE
 

= -0. 141
 

4,
95%CI = [ -0. 240

 

8,-0. 059
 

6]),高低条件之差显著( diff = -0. 210
 

1,95%CI = [ -0. 352
 

3,-0. 086
 

1])。 当

领导 AI 信任较低时,间接效应显著为负(IE = -0. 069
 

5,95%
 

CI = [ -0. 142
 

4,-0. 016
 

7]);当领导 AI 信任较

高时,该间接效应不显著(IE = -0. 003
 

2,95%CI = [ -0. 044
 

6,0. 032
 

0]),但高低条件之差显著为正( diff =

0. 066
 

3,95%CI = [0. 012
 

7,0. 136
 

4])。 因此,假设 3a 和 3b 均得到支持。
最后,领导感知员工努力正向预测领导授权( β = 0. 757,P < 0. 001)。 蒙特卡洛抽样检验结果表明

(表 4),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低时,员工-AI 合作通过努力感知对领导授权的间接效应为正(IE = 0. 118
 

7,
95%CI = [0. 006

 

9,0. 226
 

7]);当领导印象管理归因较高时,该间接效应为负( IE = - 0. 244
 

4,95%
 

CI =

[ -0. 430
 

8,-0. 099
 

6]),高低条件之差显著(diff = -0. 363
 

1,95%CI = [ -0. 619
 

7,-0. 145
 

1])。 当领导 AI 信
任较低时,间接效应显著为负(IE = -0. 120

 

1,95%CI = [ -0. 266
 

9,-0. 025
 

2]);当领导 AI 信任较高时,该间

接效应不显著(IE = -0. 005
 

5,95%CI = [ -0. 070
 

1,0. 059
 

6]),高低条件之差显著为正(diff = 0. 114
 

6,95%
CI = [0. 017

 

4,0. 265
 

1])。 因此,假设 4a 和 4b 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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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领导感知员工努力 员工工作绩效 领导授权

β SE β SE β SE

截距 5. 758∗∗∗ 0. 171 5. 753∗∗∗ 0. 156 5. 572∗∗∗ 0. 171

性别 0. 040 0. 058 0. 018 0. 097 -0. 004 0. 102

年龄 0. 022∗ 0. 010 0. 008 0. 005 -0. 006 0. 008

教育水平 -0. 308∗∗ 0. 111 -0. 034 0. 098 -0. 036 0. 084

员工-AI 合作 -0. 083∗ 0. 040 -0. 021 0. 035 -0. 022 0. 029

领导感知员工努力 0. 438∗∗∗ 0. 103 0. 757∗∗∗ 0. 165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0. 008 0. 038 0. 058 0. 038 -0. 151 0. 202

领导 AI 信任 0. 061 0. 150 0. 012 0. 143 0. 253 0. 141

员工-AI 合作×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0. 387∗∗∗ 0. 114

员工-AI 合作×领导 AI 信任 0. 058∗ 0. 024

　 　 注:个体层面 N= 160,领导层面 N=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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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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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领导 AI 信任的调节效应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路径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员工-AI 合作—领导感知员工努力—员工工作绩效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1
 

SD) -0. 141
 

4　 0. 046
 

7　 -0. 240
 

8　 -0. 059
 

6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1
 

SD) 0. 068
 

7 0. 032
 

6 0. 003
 

9 0. 133
 

4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差异 -0. 210
 

1 0. 068
 

5 -0. 352
 

3 -0. 086
 

1

领导 AI 信任( +1
 

SD) -0. 003
 

2 0. 019
 

0 -0. 044
 

6 0. 032
 

0

领导 AI 信任( -1
 

SD) -0. 069
 

5 0. 032
 

3 -0. 142
 

4 -0. 016
 

7

领导 AI 信任差异 0. 066
 

3 0. 032
 

0 0. 012
 

7 0. 136
 

4

651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9, 2026)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9 期)

表4(续)

调节路径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员工-AI 合作—领导感知员工努力—领导授权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1
 

SD) -0. 244
 

4 0. 084
 

9 -0. 430
 

8 -0. 099
 

6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 -1
 

SD) 0. 118
 

7 0. 055
 

3 0. 006
 

9 0. 226
 

7

领导印象管理归因差异 -0. 363
 

1 0. 121
 

3 -0. 619
 

7 -0. 145
 

1

领导 AI 信任( +1
 

SD) -0. 005
 

5 0. 032
 

4 -0. 070
 

1 0. 059
 

6

领导 AI 信任( -1
 

SD) -0. 120
 

1 0. 062
 

7 -0. 266
 

9 -0. 025
 

2

领导 AI 信任差异 0. 114
 

6 0. 064
 

3 0. 017
 

4 0. 265
 

1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归因理论,本文设定了一个以“被看见的努力”为近端机制的整合模型,考察员工-AI 合作如何经

由领导对员工努力的感知,影响领导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与授权决策,并引入领导的印象管理归因与领导 AI
信任作为关键边界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1)当领导的印象管理归因较高时,员工-AI 合作较不易被解读为

努力;(2)当领导 AI 信任较高时,员工-AI 合作更容易被解读为努力;(3)领导印象管理归因和领导 AI 信任

会通过调节员工-AI 合作与领导感知员工努力的关系,进而间接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及领导授权。 总体而言,
本文揭示了 AI 时代领导者在“人-工具”因果权重分配下的社会认知机制:员工-AI 合作并非天然传达努

力,其被如何解读,取决于领导对动机线索与工具正当性的并行加工,这为组织在推进人-AI 合作中放大被

看见的努力、减少不当形象线索、提升工具信任与可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将第三方视角下员工-AI 合作行为的研究由远端评价结果推至领导感知员工努力这一近端

认知机制。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 AI 使用引发的绩效归因偏差、偷懒归因或道德评价等结果[6-7,16] ,但较少解

释这些评价如何形成[25,34] 。 本文通过引入领导感知员工努力,揭示了领导如何依据员工在任务界定、输出

检验和结果整合中的投入理解员工-AI 合作,完善了员工 AI 行为从行为观察到管理决策的解释过程。
第二,本文构建了整合“行为动机线索”与“工具正当性线索”的双路径调节框架。 以往研究往往将

对个体动机与对工具属性的判断割裂开来,或侧重于考察评价者对技术工具属性的知觉[7] ,或侧重于分

析观察者对个体动机的推断[35] ,本文将动机归因路径(印象管理归因)与工具归因路径(领导 AI 信任)同

时纳入模型[22] ,系统考察了领导对“人”与“工具”两类线索的并行加工机制。 这一框架拓展了归因理论

在技术介入情境下的适用边界,也解释了为何同一 AI 合作行为在不同领导眼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努力

解读。
第三,本文同时考察了员工-AI 合作对绩效评价和领导授权的影响,拓展了既有研究对单一评价结

果的关注。 以领导感知员工努力为关键机制,本文发现这种具有情境依赖性的判断既会影响领导在人与

AI 之间分配工作成果的功劳,进而塑造对员工既有绩效的评价[10,25] ,也会影响领导对员工责任意识、持
续投入意愿和可托付性的判断,进而影响授权决策[27-28] 。 由此,将员工-AI 合作的评价后果由绩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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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至自主权配置,表明努力感知不仅关系到员工既有贡献能否得到认可,也关系到其能否获得更多决

策空间与发展机会。 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员工-AI 合作组织后果的认识,也为组织协调绩效评价与授

权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实践启示

首先,组织需要更新 AI 情境下的努力评价标准。 随着 AI 承担越来越多工作任务,传统以工作时长、过
程可见性来判断努力的方式可能难以准确反映员工的真实贡献。 管理者应更加关注员工在任务界定、AI 输

出判断、修正与结果整合等方面的实际投入,并在绩效评价和授权决策中合理识别员工在人机协作中的独

立贡献。 其次,组织应提高员工-AI 合作过程的透明度,减少领导的印象管理误归因。 组织可明确 AI 使用

规范与边界,鼓励员工说明 AI 承担的任务及个人在判断、修正和整合中的贡献,降低领导对员工-AI 合作动

机的不确定归因。 最后,组织应促进管理者形成与 AI 实际能力相匹配的校准信任,通过 AI 培训等帮助管理

者准确认识 AI 的能力与局限,避免因过度怀疑 AI 而误判员工投入。 同时,在绩效评价与授权决策中,应区

分“对 AI 的态度”与“对员工贡献的判断”,综合员工实际投入、任务责任与结果质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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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integration
 

into
 

organizational
 

workflows
 

has
 

transformed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into
 

a
 

routine
 

work
 

practic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performance
 

benefits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of
 

AI
 

adoption
 

from
 

the
 

employee
 

perspective.
 

However,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leaders,
 

as
 

key
 

observers,
 

interpret
 

this
 

collaboration
 

and
 

form
 

managerial
 

judgme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n
 

and
 

why
 

leaders
 

perceive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as
 

genuine
 

effort,
 

and
 

how
 

this
 

perception
 

shap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nd
 

empowerment
 

decisions.
Attribution

 

theory
 

indicates
 

that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carries
 

no
 

fixed
 

meaning
 

of
 

effort.
 

AI
 

reduces
 

the
 

visibility
 

of
 

traditional
 

effort
 

cues
 

while
 

providing
 

a
 

strong
 

external
 

explanation
 

for
 

outputs,
 

requiring
 

leaders
 

to
 

decode
 

the
 

motivational
 

meaning
 

of
 

employee
 

behavior.
 

Two
 

leader-side
 

cognitive
 

frameworks
 

govern
 

this
 

decoding
 

process:
 

impression-management
 

attribution
 

refl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leaders
 

attribute
 

the
 

collaboration
 

to
 

impression-enhancing
 

motives.
 

Trust
 

in
 

AI
 

refl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leaders
 

view
 

AI
 

as
 

a
 

capable
 

and
 

reliable
 

work
 

resource.
 

These
 

frameworks
 

shape
 

leaders􀆳
 

perceptions
 

of
 

employee
 

effort,
 

which
 

then
 

serves
 

as
 

a
 

proximal
 

mechanism
 

linking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to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empowerment.
Two

 

complementary
 

studies
 

tested
 

the
 

proposed
 

model. Study
 

1
 

employed
 

a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among
 

practicing
 

managers
 

to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impression-management
 

attribution
 

and
 

trust
 

in
 

AI.
 

Study
 

2
 

used
 

a
 

multi-wave,
 

multi-source
 

field
 

survey
 

of
 

leader-employee
 

dyads
 

to
 

replicate
 

these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examine
 

downstream
 

managerial
 

consequences.
 

Results
 

supported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
 

the
 

indirect
 

effects
 

were
 

more
 

positive
 

under
 

low
 

impression-management
 

attribution
 

and
 

less
 

negative
 

under
 

high
 

trust
 

in
 

AI.
This

 

paper
 

makes
 

thre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advances
 

third-party
 

evaluations
 

of
 

AI-related
 

behavior
 

from
 

distal
 

outcomes
 

such
 

as
 

performance
 

inflation
 

or
 

laziness
 

attributions
 

to
 

leaders􀆳 perceptions
 

of
 

employee
 

effort
 

as
 

a
 

critical
 

proximal
 

cognitive
 

process.
 

Second,
 

it
 

develops
 

an
 

integrative
 

dual-pathway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both
 

motivational
 

cues
 

of
 

impression-management
 

attribution
 

and
 

instrumental
 

cues
 

of
 

trust
 

in
 

AI,
 

thereby
 

extending
 

attribution
 

theory
 

to
 

the
 

emerging
 

context
 

of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Third,
 

by
 

simultaneously
 

examin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empowerment,
 

it
 

demonstrates
 

that
 

effort
 

perceptions
 

influence
 

not
 

only
 

the
 

recognition
 

of
 

employees􀆳 past
 

contributions
 

but
 

also
 

the
 

allocation
 

of
 

future
 

autonomy
 

and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ies.
 

Practicall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rganizations
 

should
 

help
 

leaders
 

update
 

traditional
 

effort
 

metrics
 

and
 

cultivate
 

greater
 

trust
 

in
 

AI
 

technologies,
 

so
 

as
 

to
 

foster
 

more
 

accurate
 

recognition
 

of
 

employee
 

contributions
 

in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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